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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已經頻繁出現動摇社會“穩定”的顯示出强大衝擊力

的群體運動。且不説數十萬手持兵器的緑林赤眉暴動和黄巾之

亂，史書明確記載的西漢時期發生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就有

“傳西王母籌”的流民“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擊鼓號呼相

驚恐”事，〔１〕以及“王咸舉幡太學下”，“諸生會者千餘人”至宫

闕前請願的太學生運動。〔２〕這些迫使最高執政集團只能取消極

對應態度的事件，都因民間輿論激生。民間自然出現以及某些

政治力量專意煽惑的輿論形式，往往都被稱爲“謡言”。其他未

必引發激烈社會動蕩的“謡言”，其實也有民間輿論史料和民間

輿論傳播史料的意義。

吕宗力著《漢代的謡言》就是以這種社會文化現象爲研究

對象的學術專著。他以新異的視角、確當的考論，通過對若干語

言文化現象的分析，深化了漢代意識史的研究，亦推進了對當時

社會思想的全面認識。這部也可以看作漢代社會輿論史和文化

傳播史研究成果的論著，在近年漢史學術收獲中品質和品級堪

稱上乘。這樣的判斷，應當是可以得到秦漢史學界多數學者的

贊同的。

一、 謡言的歷史分析和文化探索

《漢代的謡言》是第一部比較全面、比較深刻地總結和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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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謡言”這種社會文化現象的學術專著。作者分析了漢代“流

言”、“訛言”、“妖言”、“謡言”、“讖言”和“讖謡”等多種民間輿

論形式，討論了這些輿論形式的發生背景、文化内涵、社會影響

和政治作用，對於這種歷史存在所折射的精神生活風貌，也進行

了必要的學術論説。

對於初生於民間的所謂“妖言案例”，所謂“讖謡信仰”，對

於漢王朝所謂“采‘訛言’”、“舉謡言”的行政方式，對於作爲社

會精神文化風景的所謂“政治神話和民間傳説”，作者分别有所

考論和説明。而對於謡言作爲輿論形式的品質和作用，作者的

論述尤其值得重視。例如“謡言與輿論”一節有如下分析：

一、謡言是社會輿論的一種表現形式；二、從民間歌謡看謡言

對公衆的影響力及其局限性；三、從民間歌謡看輿論引導；四、

謡言與輿論監督。（頁 ２１５—２２１）可以説比較完整地總結了謡

言作爲輿論表現的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影響，以及在行政者視野

中的特殊地位。作者如此定義“謡言”：“一種未經證實但未必

虚妄謬誤，主要經口頭傳播（當然也可以文字爲載體）的言論信

息，經人際溝通、集體參與和廣泛傳播而構建成形。”《漢代的謡

言》撰述的工作重心，是研究“能進入傳播渠道，并在人際互動

中贏得一定的受衆和關注”的“謡言”，以爲一旦謡言“進入傳播

渠道并産生相當的社會影響，并在群體互動中建構出能够凝聚一

定共識的版本，那它代表的已是群體的意願和訴求”。（頁 ３）

通過借助“現代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傳播學、

市場學”（頁 ４）等多學科視角的考察和探索，作者“對於謡言的

社會心理機制及傳播方式進行解讀，來探討歷史上一種難以捉

摸，但又真實存在的現象”，〔３〕成功實現了高品質的“兩千年前

漢代流言傳播研究”。〔４〕《漢代的謡言》於是具有了體現出鮮明

創新性的學術價值。

作者就所謂“童謡類預言”的研究，分别考論“元成時期讖

謡”、“兩漢之際讖謡”、“桓靈時期讖謡”、“靈獻時期讖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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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１６２），分析《五行志》記載的童謡的來源有“詛咒批判型”、

“時政評論型”、“天啓型”、“時效提前型”數種（頁 １６３—１６４）。

這種童謡來源的分解式判斷是否合理，還可以商榷。但是所做

工作對於以往考察的明顯的推動性的功績，是應當肯定的。裴

松之説：“童謡之言，無不皆驗。”童謡爲什麽能够預言天意？童

謡的預言爲什麽會應驗？當時的人們爲什麽會“産生這樣一種

信仰”？“這種信仰在漢代語境中如何被論述”？作者針對這些

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考察。書中列舉三種解説：天籟説、神憑

—熒惑説、詩妖説。（頁 １６５—１７０）也許這三種理解在某種意義

上，在某一層次上可以有所交叉。這樣的研究，實際上已經借用

了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相當接近有些學者所謂“歷史人

類學”。

童謡承擔社會批評的職能，又往往被看作政治預言。《論

衡·訂鬼》：“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

大雩之祭，舞童暴巫。”《論衡·語增》又道：“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論衡·恢國》的説法更

爲具體：“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

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

皆謂商滅。”所言輿論製造的方式，表現了漢代人形成成見的

“童謡”意識。對於相關現象的研究，自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漢

代思維形式的特點。

對於漢代童謡的研究，涉及當時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現象。

徐巿尋海中神山，爲什麽帶領“童男女”出海？西漢皇家神祀，

爲什麽使“僮男僮女”歌唱？《後漢書·禮儀志中》載大儺逐疫

表演，“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

子”。《春秋繁露·求雨》中説到當時“春旱求雨”的儀式規程，

有“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這些禮俗儀式中“童

男女”的文化象徵意義，都可以與童謡的神秘作用聯繫起來

理解。〔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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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考察視角和研究路徑的啓示

前引作者自己的説法，《漢代的謡言》的考察方向和研究思

路涉及“現代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傳播學、市場

學”。有的學者亦指出：“本書一大特色即廣泛借鑑參考了西方

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輿論學的理論成果，較好地充實了相關

思考與論證。”〔６〕史學與多學科學術方法的結合，成爲這部論著

學術成功的顯著特徵。

２０ 世紀以來自王國維倡起“二重證據法”，漢史研究進入了

新的境界。多數學者比較重視考古文物信息的分析利用。有人

曾説，吕宗力教授往常的研究，似乎不大重視利用漢代出土資

料。〔７〕從《漢代的謡言》來看，這樣的評斷是不正確的。在對於

漢代“妖言”的考察實踐中，他使用了《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

書》、《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以及《馬王堆漢墓帛

書·刑德乙篇》的資料（頁 ３９），論説因而更爲堅實有力。書後

附録二“東漢碑刻與讖緯神學”部分，更直接利用了漢代石刻資

料。作者統計，“兩漢碑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誌等）達 ４５５ 種

之多”，而且“由於石刻的收集、編目、著録尚不完善，這一統計

仍是很不完全的，而且也未能將重出、僞刻等盡數剔出，只能留

待日後補充”（頁 ２５８）。〔８〕事實上，漢代石刻的發現，近年依然

陸續增益，不少新出資料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重視這樣的信息，

當然是完全必要的。

在第三章“謡言”討論“歌謡是漢代社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

組成部分”的内容中，作者還使用了睡虎地秦簡資料，指出：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乙種中，歌樂常與飲食、祠祀并列爲

當時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頁 ８３）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詰》題下，開篇就説“詰咎”：“詰

咎，鬼害民罔行，爲民不羊，告如詰之，召，（二四背壹）道令民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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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兇央。（二五背壹）”整理小組注釋：“詰咎，禁災。”〔９〕值得我

們特别注意的是，下文又説道：“□鳥獸能言，是夭也，不過三

言。言過三，多益（五九背壹）其旁人，則止矣。（六〇背壹）”若

考察有關“妖言”的意識背景，注意秦文化遺存中“□鳥獸能言，

是夭也”的信息，或許是有意義的。有關“詰咎”的内容又可見：

“野獸若六畜逢人而言，是票風之（五二背壹）氣，■以桃丈，繹

■而投之，則巳矣。（五三背壹）”史籍文獻可見所謂“野獸若六

畜逢人而言”情形，如《晉書》卷 ２８《五行志中》：“孝懷帝永嘉五

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

亂，天下饑荒焉。”《宋書》卷 ３１《五行志二》：“晉孝懷帝永嘉五

年，吴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宋武帝永初二

年，京邑有狗人言。”《新唐書》卷 ３５《五行志二》：“光啓元年，河

東有牛人言。”《宋史》卷 ３２《五行志三》：“紹興初，陳州民家雞

忽人言，近雞禍也。”《清史稿》卷 ４３《災異志四》：“（順治）七年，

商州民李旺家有犬坐坑上，作人言：‘老的忒老，小的忒小。’”

“康熙四十五年二月，蕭縣民家犬作人言。”“咸豐十一年，來鳳

民家犬作人言。”然而都是作爲災禍之異象予以記録的。《開元

占經》卷 １１７ 引《吕氏春秋》曰：“亂國之妖，牛能人言。”卷 １１８

引《吕氏春秋》曰：“亂國之妖，馬乃言。”〔１０〕卷 １１９“豕咎征”條

寫道：“京房曰：‘豕能言，吉凶如其言。’”〔１１〕此類文化遺存，正

是《漢代的謡言》面對的研究對象。考察相關史事，或許有益於

探索漢代“妖言”語彙的由來，亦有益於説明當時人與“鳥獸”、

“野獸若六畜”的特殊的神秘關係，人與自然的特殊的神秘

關係。

《漢代的謡言》的問世，正如蒲慕州所評價，“爲學界提供了

進一步探討此問題的基礎”。〔１２〕吕宗力教授的這部專著可以説

爲關心漢代歷史文化的人們打開了一扇新的門窗，迎著撲面而

來的清風，從事漢史研究的學者會感覺到新的學術空間的廣闊。

另一方面，對於不少年輕學人來説，《漢代的謡言》可以看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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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學術路徑，培育學識學力的一個嚮導。在當前中國大陸學界

浮躁之風盛起，泡沫之作泛濫的情勢下，要提倡重視質量而不單

純追求數量，重視實證而不尚空疏之談，吕宗力《漢代的謡言》

也可以看作榜樣。青年讀者就中得到啓示，以這樣的學術精神

繼續進行秦漢社會文化的多角度的研究，當會有值得樂觀預期

的推進。

三、 未貼“謡言”標籤的謡言

《漢代的謡言》附録所收《感生神話與漢代皇權正當性的論

證》，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作爲專題研究與本書主旨關係

密切，所論議題也是對本書的重要補充。”作者的早年作品，今

日已不易索尋，這樣的處理方式，極大地方便了讀者。“而讀者

從中亦可得見作者研究思考的前進歷程。具體到研究内容，其

精彩程度毫不遜色于正文諸篇。”〔１３〕作者寫道：“漢代人對‘聖

人皆無父，感天而生’的信仰是忠誠而堅定的。不僅聖人、帝

王，就連臣子都會有感生故事。”亦注意到文物資料：“在漢碑中

也常見此類表述。”我們也同意作者這樣的意見：“對當時那麽

流行的一種文化現象不能簡單地斥之爲‘適應著當時統治者愚

民政策的需要’。”（頁 ３０２）不過，感生神話等有時確實經人爲有

意的渲染和擴散，具有了謡言的性質，形成了輿論的影響。

對於在劉邦建國的政治實踐中出現的斬白蛇等神話的集中

出現，作者説：“西漢高祖劉邦的開國神話豐富多彩，可能與他

出身布衣、没有祖蔭之依托有一定關係。需求促進生産，在政治

和社會領域，這可能也是説得通的道理。”（頁 １７９）瀧川資言《史

記會注考證》説：“《高祖本紀》自澤陂遇神，至芒碭雲氣，皆記高

祖微時符瑞。”亦包括其母劉媼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龍交；“龍準

而龍顔”，“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相者多以爲奇等等。這些故

事，後來的學者多以爲可疑。梁玉繩《史記志疑》説：“《朱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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録》以高祖赤帝子之事爲虚。《續古今考》言斬蛇事是僞爲神

奇，史公好奇載之。”崔適《史記探源》説：“各本中述赤帝子斬白

帝子事，此從《郊祀書》竄入。”顧頡剛《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

歷史》説：“司馬遷時不能有此故事（斬蛇，雲氣），必出僞竄。”吕

思勉《秦漢史》也以爲種種傳説“疑出後人增竄，非談、遷原文

也”。吕宗力綜合諸説，又注意到“賈誼、諸侯、將相乃至劉邦本

人關於開國原因的論述，均只論人謀，不講天命”，而《高祖本

紀》司馬遷贊語“解釋劉邦開國之正當性”，《太史公自序》“總

結劉邦的功業”，也都稱頌其“承敝易變”，“改制易俗”的努力。

於是分析説：“由此看來，劉邦的開國神話，就算不是出於事後

的僞造或後人的增竄，至少在西漢初年，似乎尚未成爲政治和歷

史編纂的主流論述。”然而論者又指出：“但僅以目前哪個掌握

的傳世及出土文獻，要確認《史記·高祖本紀》中的開國之君神

話屬於後人僞造或增竄，也是不可能的。”他還注意到，“《史記》

的《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及其他一些篇章其實也有不少神

秘預言和政治神話，却并未受到後世史家們‘僞造、增竄’的質

疑”。於是作出這樣的判斷：“秦末漢初出現此類神話，完全

可能。”

《漢代的謡言》引《新語》佚文樊噲與陸賈對話：“自古人君

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又《楚漢春秋》記載范增以劉

邦之“氣”似龍蛇雲虎，必非人臣，建議項羽及早誅殺，以及劉邦

自謂“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指出：“以此觀

之，楚漢之際至西漢初年，符瑞天命觀念及開國之君神話在當時

的社會政治語境和歷史論述中有著良好的孕育、生存和傳播機

會，則《史記》所載劉邦神話，又未必是空穴來風。”（頁 １７９—

１８３）這一見解的提出，使得學界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又深入了

一步。

我們確實看到，一如《史記》卷 ４８《陳涉世家》所見陳勝、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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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舉事以“鬼”“威衆”故事：“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

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吴廣之次

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

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史記》卷 ８《高祖本紀》

説，斬白蛇事後，“諸從者日益畏之”。芒碭雲氣之説生成後，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輿論的力量是明顯的。〔１４〕如

吕宗力教授所説，“諸從者日益畏之”一例，即“揭示出深化在實

際生活中的政治影響力”。（頁 １８５）所謂“劉邦和吕雉有串謀之

嫌，僞造神迹，‘托言以驚動沛中子弟’”（頁 １８６）的揭發，是有

道理的。

《朱子語類》卷 １２２ 説，“其間做得成者，如斬蛇之事；做不

成者，如丹書狐鳴之事”。朱熹曾經討論“此還是當時特故撰出

此等言語否”的問題，曰：“有此理。”《評鑑闡要》卷 １《劉季拔劍

斬蛇有老嫗夜哭及亡匿芒碭山中所居常有雲氣目》下寫道：“斬

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興王之詞。然以此而惑衆煽亂

者，亦有之矣。”“斬蛇”“雲氣”故事之特别“撰出”，“以此而惑

衆煽亂”的特徵是明顯的。其“撰出”因吕后的歷史痕迹亦比較

清晰。雲氣神話爲吕后製造。善相老父言劉邦“相貴不可言”

之説亦應是吕后散播。《史記》卷 ９《吕太后本紀》説：“吕

后……佐高祖定天下。”又載酈寄語：“高帝與吕后共定天下。”

《史記》卷 ５１《荆燕世家》田生曰：“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

下，功至大。”朱熹甚至寫道：“吕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

布置諸吕于諸軍。”〔１５〕其實，吕后在項羽彭城反擊時，就與劉邦

生父太公一起被捕，長期扣押于楚軍中，成爲人質，這就是所謂

“太公、吕后質於羽軍”。〔１６〕直到項羽同意與劉邦以鴻溝爲界，

中分天下時，方才釋放太公、吕后。而隨即發生的，是最終决定

項羽敗局的垓下之戰。也許正因爲如此，有人認爲“吕后初無

功于王業也”。〔１７〕其實，吕后很可能早在彭城失利之前，也就是

在反秦戰争和楚漢相争的早期階段，于劉邦的政治軍事實踐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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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有襄助。我們知道比較明確的事例，有芒碭雲氣神話和貴

不可言預言等輿論目的在於“惑衆煽亂”的“撰出”。〔１８〕

所謂宣傳“漢代皇權正當性”的“感生神話”，其實也可以看

作政治新局的輿論準備，也是史籍記録中并没有明確貼上“謡

言”標籤的謡言。《漢代的謡言》進行的相關考論，應當説是認

真的，科學的，具有學術啓示意義的。

四、 “謡言”的文化慣性

謡言及相關文化現象的生成和影響，有時竟然顯現出長久

的歷史慣性。《漢代的謡言》就此有所關注。作者在討論“東漢

視占筮書爲讖書”觀念現象時，指出《史記》卷 １２３《大宛列傳》：

“天子發書《易》，曰‘天馬當從西北來’……”而荀悦《前漢紀》

卷 １４《孝武皇帝紀五》則作“上發讖書曰：‘天馬當從西北來。’”

以爲“此亦東漢視占筮書即讖書之一證”。然而“西漢中後期以

後開始流行的讖緯書，多不采取占筮書的形式”。作者同時注

意到後世例證：“有趣的是，南宋以後出現的新型讖言結集，如

《推背圖》、《馬前課》，及各種廟宇宫觀的簽詩，又回復到占筮書

的形式。”（頁 １２３）

漢代讖言造作的“匿名或假托”情形，是由多種文化因素决

定的。作者指出：“漢代的讖言，其創作者或宣示者多半匿名，

或委托堯、老子、孔子、劉向等名人，而其實往往是集體創作。”

作者分析道，“匿名或假托不僅出於安全考慮，〔１９〕因中國讖言的

影響力、生命力并非取决於創作者或傳播者的聲望或可信度，而

是民衆的接受度。”當然，“創作者或傳播者的聲望或可信度”無

疑也是影響“民衆的接受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論述這一問

題時，作者分析了後世相關文化現象：“唐以後著名的讖言結

集，如《推背圖》托名李淳風、袁天綱，《乾坤萬年歌》托名姜太

公，《馬前課》托名諸葛亮，《梅花詩》托名邵雍，《燒餅歌》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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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基。”（頁 １７２）

作者在分析西漢“傳行西王母籌”史事中“訛言”傳遞的形

式時，聯繫了“近世不時出現的‘連鎖信’，謂接到信後必須抄繕

若干份，迅速分寄朋友，勿令連鎖中斷，否則必遭不測”情形，感

嘆“甚至到了互聯網時代，這樣的心理游戲仍未絶迹”，以爲“歷

史有時真可爲鑑”。（頁 ２７）這樣的聯想，使讀者在學習專深的

學術專著時感受到活潑新鮮的意趣，而更重要的意義，是指出了

這種文化脉絡的長久延續。

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民間信仰，作者研究基礎深厚，多有成

熟的思考。其對於謡言問題的長時段的文化考察，爲我們所

佩服。

《漢代的謡言》一書亦存在若干微疵。例如，頁 １７ 引《後漢

書》卷 ２４《馬援傳》：“隗囂與援同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

失。”作者理解爲“隗囂企圖通過流言亦即今日所説之‘小道消

息’，探測京師的政局動向，人心向背”。且不説“京師得失”的

本意究竟如何，原文“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東方流言”

和“京師得失”并説，似并無“通過流言”“探測京師的政局動向，

人心向背”的意思。又如頁 ３０ 引《後漢書·五行志五》“内白事

以爲走卒戲語”，解釋爲“在當地庶民走卒中戲傳”，將“走卒”直

接轉换爲“庶民走卒”，也稍有不妥。

就技術性層面而言，也可以指出書中的若干小的問題：頁

１４“《詩經·小雅》”，頁 ２０ 則有“《詩·小雅·沔水》”、“《詩·

小雅·正月》”，頁 ２１ 有“《詩·小雅·節南山》”、“《詩·小

雅·無羊》”，則頁 １４ 可作“《詩·小雅》”。頁 ２５、頁 ３５“《洪

範》五行説”、頁 ２６“《洪範》五行災異説”，頁 ７８ 則有“《洪範五

行》災異説”、“《洪範五行傳論》”、“《洪範五行論》”等，表述形

式似應一致。頁 ４５ 和頁 ６５“詩、書”，或許應作“《詩》、《書》”，

也請作者斟酌。如此種種，皆纖瑕未能玷瑾瑜，并不影響《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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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謡言》一書優越的學術品質。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王子今

注釋：

〔１ 〕　 《漢書》卷 １１《哀帝紀》：“（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

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

恐。”《漢書》卷 ２６《天文志》：“（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

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漢書》卷 ２７ 上《五行志下

之上》：“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稿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

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逾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

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仟佰，設張

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

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以“傳”、“曰”、“讙譁”等輿論形式引致的千萬

民衆“會聚”、“驚動”、“奔走”的大規模騷亂，從關東直至京師，從正月直至

秋季，政府實際上已經失控，關禁制度形同虚設，京師治安亦無從保障。參

看王子今、周蘇平：《漢代民間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２ 〕　 《漢書》卷 ７２《鮑宣傳》：“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

之，使吏鈎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

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内。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

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

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

罪减死一等，髠鉗。”參看王子今：《王咸舉幡：輿論史、教育史和士人心態史

的考察》，《讀書》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３ 〕　 蒲慕州的評價，《漢代的謡言》封底。

〔４ 〕　 陳力丹的評價，《漢代的謡言》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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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參看王子今：《秦漢神秘主義信仰體系中的“童男女”》，《周秦漢唐文化研

究》第 ５ 輯，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版；《略論兩漢童謡》，《重慶師範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

〔６ 〕　 孫聞博：《兩漢輿論界定中的政治意識———讀〈漢代的謡言〉》，《中國史研

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７ 〕　 其實我們知道，吕宗力教授是比較早地使用簡帛電子資料的學界先行者。

〔８ 〕　 作者説，此文所引用的涉及讖緯内容的漢碑計 ８６ 種。（第 ２８０ 頁）

〔９ 〕　 劉樂賢説，鄭剛以“詰咎鬼”連讀，并説：“‘詰咎鬼’，即制服惡鬼，本篇全篇

講如何制鬼。”而劉樂賢指出，“我們認爲本篇所講的除了如何制服鬼外，還

講到如何對付各種妖、怪、神等，以‘詰咎鬼’爲句顯然不能包含全篇内容。”

《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版，第 ２３２—２３３ 頁。今按：

《漢書》卷 ３０《藝文志》有“《變怪誥咎》十三卷”，曹植亦有《誥咎文》，序文有

“誥咎祈福”字樣。而《文選》卷 １９《洛神賦》李善注引虞喜《志林》作“《詰洛

文》”。胡克家《文選考異》卷 ４ 説：“王伯厚嘗言，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地之

命，以詰風伯雨師，名篇之意顯然矣。”趙幼文據此以爲“‘誥’實爲‘詰’字之

形誤”。《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版，第 ４５７、２９０ 頁。睡

虎地秦簡《日書》所見“詰咎”文題，更提供了確證。

〔１０〕　 《太平御覽》卷 ８９９ 引《吕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１１〕　 參看王子今：《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疏證》，湖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版，第 ３３９—３４３ 頁、第 ３７４ 頁、第 ３８１ 頁。

〔１２〕　 《漢代的謡言》封底。

〔１３〕　 孫聞博：《深掘廣拓，别開生面———讀吕宗力著〈漢代的謡言〉》，《中國史研

究》待刊。

〔１４〕　 參看王子今：《“斬蛇劍”象徵與劉邦建國史的個性》，《史學集刊》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１５〕　 《朱子語類》卷 １３２。

〔１６〕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 ５７《書·上皇帝》。

〔１７〕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卷 ２１《讀史旬編·吕后》。

〔１８〕　 參看王子今：《吕太后的更年期》，《讀書》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１９〕　 作者指出“不僅出於安全考慮”，但是怎樣的“考慮”占主導優勢，未及進行詳

盡分析。其實擴展其傳播廣度和影響力，是重要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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